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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2006 年拥挤收费政

策试运行结束后的公民投票结果，

2007 年，斯德哥尔摩正式实施了

该政策。讨论了其至 2011年 6月

首个 5 年内的政策实施效果。结

果表明，受到外部因素影响，由收

费引起的交通减少量随时间推移

稍有增加。2008年的清洁汽车免

税措施可显著提高销售量。结合

最新研究成果和瑞典的经验，讨论

了公众接受度和政治接受度。得

到的结论是：拥挤收费对交通系统

的主客观影响，以及环境和政治态

度，是公众支持拥挤收费的基础；

同时，为了获得政治支持，必须要

进行体制改革、解决权力问题。最

后，简要讨论了拥挤收费的实施对

瑞典交通规划进程的可能影响。

Abstract： Congestion charges were

introduced in Stockholm in 2006,

first as a trial followed by a referen-

dum, then permanently from 2007.

This paper discusses what conclu-

sions can be drawn from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operation, until

mid-2011. We show that the traffic

reduction caused by the charges has

increased slightly over time, once

external factors are controlled for.

Alternative fuel vehicles were ex-

empt from the charges through

2008, and we show that this sub-

stantially increased the sales of

such vehicles. We discuss public

and political acceptability, synthe-

sizing recent research and Swedish

experience. We conclude that objec-

tive and subjective effects on the

traffic system, as well as general en-

vironmental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strong pub-

lic support, while institutional re-

forms and resolution of power is-

sues were necessary to gain politi-

cal support. Finally, we briefly dis-

cus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nsport

planning process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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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实施政策实施55年后的效果年后的效果、、接受度及经验启示接受度及经验启示

0 引言

作为一种减少道路拥堵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拥挤收费被交通

经济学家和交通规划师所提倡。尽管城市道路拥堵和空气质量问题日

益严重，且投资道路和公共交通并不能完全解决这些问题，但各城市

还是不愿意实施拥挤收费政策。不过，这种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变。伦

敦 (2003)、斯德哥尔摩 (2006)、达拉谟 (2002)、米兰 (2008)、罗马

(2001)、瓦莱塔(2007)都已制定了不同形式的拥挤收费政策或收费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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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来改善城市道路拥堵状况或环境问题。目

前，荷兰、哥本哈根、布达佩斯、克罗地亚、雅

加达、旧金山正在研究拥挤收费政策并考虑实

施。在美国即将随处可见的、基于“价值定价

(value pricing)”的道路，也是利用收费措施解决

拥堵问题的例子。纽约、曼彻斯特、爱丁堡都曾

试图实施拥挤收费，尽管其尝试失败了，但与 10

年前相比，仍然表明拥挤收费的受重视程度更

高了。

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举世瞩目。对于

收费政策给交通、拥堵水平、出行行为带来的影

响，其评估时机引人关注；特别是在经历了激

烈、复杂的政治和法律程序及由反对者发起的公

众投票后，该政策如何得以存活，尤其令人关

注。也即是，该政策是如何从所谓的“最昂贵的

导致政治自杀的方式”(拥挤收费办公室负责人发

表的非公开感言)变成了被首先反对它的媒体认可

的一件“功成名就’的事儿(例如，2006年6月22

日出版的《每日新闻(Dagens Nyheter)》 )。

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于 2006 年 1 月

引入，前 6个月为试运行，试运行期间进行了广

泛的监控和测评，收集了大量数据，基于这些数

据的各种分析也已出版(相关文献见本文第 1章)。

从中得出的两个最重要的结论是：拥挤收费确实

从根本上减少交通量、减缓拥堵、保证出行时间

稳定；公众也由反对转变为微弱多数支持。本文

的目的是探讨随着收费政策的实施上述影响是如

何产生的，以及试运行期间所得的结论能否经得

住时间检验。因此，本文重点研究随着时间的推

移交通量能否持续减少、拥堵程度能否保持在一

个较低水平、公众接受度和政治接受度将如何发

展。其中，交通影响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其直接

关系到其他问题的改善，例如空气质量、出行时

间可靠性和温室气体排放。试运行以来，公众接

受度和政治接受度的提高是收费政策存留的关

键。本文还将在一定程度上探讨拥挤收费作为一

项税收来源对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进程的影响。在

试运行期间的相关评价中，也有文献研究了很多

其他影响，包括对商业、零售业及当地家庭和公

司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影响都比较小，

故本文没有做进一步研究。

第 1章简要阐述了收费系统及其历史和相关

文献。有人担心收费措施的效果会随时间减弱，

其原因可能是驾驶人习惯了收费而不再考虑其影

响；也可能是重新通畅的道路吸引了新的驾驶

人，使其回复到原来的拥堵水平。因此，本文第2

章将着重探讨拥挤收费政策对交通量的长期影

响。第 3章讨论了清洁车辆免税的意义及在提高

清洁车辆销售量方面不同激励措施的重要性。第4

章侧重于分析公众接受度和政治接受度，借由大

量资料解释并讨论了当前有关拥挤收费的观点，

以及实施收费的政治背景。同时，进一步探讨了

道路收费政策对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进程的可能

影响。

1 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系统概述

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系统由一条围绕内城的

收费环线组成，可减少进出城主干路瓶颈处的交通

压力。只在工作日收费，收费时间为6:30—18:30；

高峰时段(7:30—8:30，16:00—17:30)通过环线的

费用是 2 欧元，峰肩时段(高峰期前后 30 min)为

1.5欧元，其余时段均为 1欧元。收费方式为双向

收费，这意味着高峰时段往返内城一次的费用为4

欧元；每天收费上限为6欧元。

收费系统于 2006年 1月 3日至 7月 31日试运

行。试运行结束后，根据反对者的提议，在斯德

哥尔摩市和与其邻近的约半数斯德哥尔摩省所辖

市举行公投。结果显示，斯德哥尔摩市的大多数

投票者赞成实施拥挤收费政策；若以现有总投票

数为基础，将其扩展至全省，大多数投票者则持

反对意见。由于并不是所有省辖市都进行了全民

公决，因此，将总投票数扩展后就会产生与全省

公众实际观点并不一致的较为消极的结论。总体

来看，进行公投的省辖市，其公众对拥挤收费的

抵触情绪普遍高于全省。最终，新的保守党政府

决定引入拥挤收费政策，并于 2007年 8月实施，

同时，将其收益作为专款用于道路投资，并作为

更广泛的、政府提供一定资金的“一揽子交通投

资计划”(包括道路和公共交通)的一部分。

收费系统的试运行效果及监测方案的结果在

相关文献中已有详细描述。文献[1–2]从总体上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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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系统的试运行效果，文献[2]还从政策设计、

效果、公众接受度和政治过程等方面讨论了应从

收费系统试运行中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 基于系

统试运行期间的实际测量结果，文献[3]提出了拥

挤收费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文献[4]就拥挤收费的

政治过程给出了详细记录，对政策设计和评估过

程中的相关经验描述见文献[5]。文献[6–7] 分析了

拥挤收费的公众行为反应及政策公平性。文献[8]

针对收费政策的实施是否影响收费区域零售业的

发展进行了相关调查，调查重点是市中心可能受

到影响的零售商，结果显示其并没有这方面的担

心。文献[9]就拥挤收费的效果和公众接受度，讨

论了公交系统的作用，尤其是在预计实施收费的

区域设置的若干条新公交线路的作用。文献[10]

分析了实施拥挤收费政策的合法性。文献[11]研究

了整个决策过程中如何使用决策支持系统。文献

[12]提供了关于公众态度的早期分析，同时也分

析了媒体的相关报道。文献[13–14]分析了至2007

年底的公众态度发展历程，其分析重点是哪些因

素可以解释公众接受度的差异及变化。

2 长期适应效果

拥挤收费的实施对交通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驾驶人也采取了很多不同的应对措施。本章将探

讨相关应对措施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2.1 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

图 1给出了 2005年 1月至 2011年 6月每月工

作日(6:00—19:00)进出收费区域的平均交通量；

以2005年数据为基础，其余年份各月交通量同比

下降比例见表 1(以斜体书写的数据表示未收费月

份，即 2006年 8月至 2007年 7月的交通量下降比

例)。图 1中，收费措施实施后的交通量数据由收

费系统记录，非常精确；其他时期的数据则是基

于交通量调查估算得到。由于时间效应，不同年

份相应月份的数据可比性有所降低。图 1 表明，

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呈系统性的季节变化：每

年春天，交通量呈持续增长趋势；7—8月由于是

暑假，交通量最小；其余月份则基本保持稳定。

1) 试运行阶段：驾驶人即时应对，交通量随

时间推移略微减少。

图1显示，2006年1月收费政策实施后，对小

汽车驾驶人产生了显著影响；与 2005 年 1 月相

比，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下降了 28%。接下来

的几个月，交通量持续增加，从 1月份的每日 30

多万辆到 5月份几乎增至 40万辆。一些观察家在

媒体和某些公开场合表示，交通量的持续增加表

明拥挤收费政策正逐步失效。而了解情况的分析

师则认为，参照2005年的数据，这种增加主要是

由季节性变化造成的。不过，相关数据表明，道

路使用者在政策实施初期反应较大，例如，相比

2005年1月，2006年1月交通量同比下降28%，2

月则下降了 23%；随后，道路使用者找到了更为

稳定的应对策略，2006年 3–6月交通量同比下降

20%~22%。

道路使用者根据不同的出行目的采取不同的

应对策略。进出收费区域的小汽车通勤交通量减

少了 24%，其中绝大部分选择采用公共交通方

式，仅有1%选择绕行以避开收费区域。小汽车非

通勤交通量减少了 22%，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

改变出行目的地及减少出行次数。商用出行

(commercial traffic，如配送、出差、货运等)通过

改变线路或采用链式运输大约减少了15%[2, 7] 。

2) 中间未收费阶段：交通量增大，但某些收

费效应仍然存在。

2006年8月1日起，收费政策不再有效，进出

原收费区域的交通量几乎立即反弹到收费前的水

平。不过仍然存在部分收费残余效应，2006年 8

月至 2007年 8月，即从试运行结束到恢复收费这

段时期，交通量仍比2005年少5%~10%(由于道路

施工的影响及测量设备的技术问题，这一时期的

交通量数据并不可靠，因此，并不能确定确切的

收费残余效应)。

收费政策取消后，一些驾驶人并没有重新选

择小汽车出行，其原因可能是一些小汽车出行者

在收费政策试运行期间养成了新的出行习惯，收

费政策取消后这些习惯并没有改变。但是目前还

无法证实收费残余效应与交通量减少的因果关

系，有假设认为，部分驾驶人迫于收费压力不得

不制定新的出行方案，进行尝试后发现新方案更

加合适；另一假设是部分驾驶人投资了新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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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例如购买摩托车)，收费政策取消后，考虑

到投资成本就没有重新选择以往的方式。相关讨

论见文献[15]。

3) 永久实施：即时效应及外在因素引起交通

量轻微变化。

2007年 8月收费政策再次实施。以 2005年的

数据为基准，对比试运行期间与正式收费实施初

期的政策效果显示，二者对交通量有同样的影

响： 在收费时段内，2007年 8月进出收费区域的

交通量与2005年8月相比减少了21%。

拥挤收费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进出收费区域

的交通量与试运行期间相比略有增加。2008年和

2009年，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都比2005年平均

低 18%，这显然低于试运行期间 21%的平均水

平；2010年和2011年则分别减少19%和20%，其

减少量比2008年和2009年略有提高。这些变化可

用影响交通水平和实际收费水平的外部因素来解

释，下文将进行详细阐述。

2.2 收费效果随时间推移的衰减情况

收费政策实施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出收

费区域的交通量增加，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理

解为拥挤收费的效果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换句

话说，交通收费的价格弹性会随时间减小。这种

解释并未考虑下述两类因素：1)影响交通量的外

部因素，如人口增长；2)其他因素，如通货膨胀

及政策法规的改变也可能使实际的收费水平发生

变化。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本节将对比拥

挤收费的长期和短期效果。需要注意的是，随着

时间的推移，很难将拥挤收费的效果与其他外部

因素区分开。尽管如此，弄清楚拥挤收费的长期

与短期效果是否存在巨大差异仍然非常重要——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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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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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7月 1)

–24

–262)

8月

–11

–21

–17

–17

–14

9月

–9

–20

–19

–18

–15

10月

–6

–17

–16

–15

–15

11月

–9

–18

–19

–17

–19

12月

–7

–17

–17

–20

–22

–21(3—6月)

–19(8—12月)

–18(不包括7月)

–18(不包括7月)

–19(不包括7月)

–20(不包括7月)

平均值

表 1 相比 2005 年其余年份各月交通量同比下降比例(6:00—19:00)

Tab.1 Reduction in traffic volumes over cordon (weekdays 6:00–19:00) compared to reference (2005)

1)从2008年开始，每年的7月份均不收费，因此没有相关数据；2)2007年6—7月的数据受主要道路施工影响。

%

图 1 2005—2011 年进出收费区域的平均交通量(工作日 6:00—19:00)

Fig.1 Average number of passages across cordon (weekdays 6:00–19:00)，20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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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费政策的效果确实随时间衰减，那么对于

任何基于收费的交通政策来说，都将是一个相当

大的问题。

长期收费的影响比短期小，其原因可能有两

个：1)可能是“适应”的结果。一段时间后，人

们习惯了拥挤收费，出行时对收费的考虑越来越

少。若是这种原因，其影响就非常重要，起初，

出行者可能难以接受支付拥挤费这种额外成本，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接受程度会降低。2)释

放出的道路空间可能诱发时间价值高的出行，这

类出行者从时间角度考虑，采用小汽车出行时并

不会选择避开收费区域。

也有观点认为长期收费的影响可能比短期

大。因为从长远来看，存在更多的可能性调整出

行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不断地重新组织

生活、重新选择居住地或工作地、熟悉新的目的

地或改变其他习惯，在此过程中，他们会将永久

性的拥挤收费考虑在内。事实上，拥挤收费起先

以“试运行”的形式实施，可能也暗示着短期收

费对出行行为的影响较小。

首先，调整影响交通量的外部因素使其趋于

稳定。随着收费政策的实施，若影响交通量的外

部因素保持不变，则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将会

减少。为了证明这一点，利用时间序列模型、以

1973—2005年的交通量数据为基础，通过调整影

响交通量的外部因素，估计 2006—2011年进出收

费区域的交通量相对 2005年的减少比例[3]。将斯

德哥尔摩全省就业情况、燃料价格和汽车保有量

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本文也对其他变量进行了测

试，但并没有增加解释力)，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就

业总人数，正如所预期的，交通量的变化与就业

人口正相关。燃料价格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3，

与已有文献中的结论一致[16]。表2给出了调整外部

因素后，2006—2011年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相

对 2005年的减少情况。表 2同时给出了不同年份

免税车辆的变化情况。2006年出租汽车属于免税

车辆，2007年拥挤收费重新实施后，出租汽车不

再免税。与此同时，免税车辆中清洁汽车的比例

显著提高，从 2006年的 2%上升至 2009年的 14%

(最高值)；2008 年以后购买的清洁汽车不再免

税，所以到 2011年其比例已减至 10%。第 3章将

详细讨论“清洁汽车免税”的相关问题。

表 2最后一行给出了外部因素调整后非免税

车辆的减少情况，可以此比较不同年份拥挤收费

的效果。相比2005年，2006年进出收费区域的非

免税车辆约减少 30%，2007 年这一数据略有降

低，降至 27% ；之后，在 2009 年升至 31% ；

2010—2011年又降至 30%以下。与外部因素未调

整前所呈现的交通量变化情况相比，这一变化趋

势稍有不同，但总体上仍趋于平稳，即调整外部

因素后，随着拥挤收费的实施，交通量的减少量

将趋于稳定。

为了计算价格弹性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有必

要考虑一段时间内扣除物价因素后拥挤收费价格

的实际变化。具体包括：1)通货膨胀因素使每年

的实际收费价格平均降低2%。2)从2007年起，对

于出行距离大于 5 km、选择同一路径出行时采用

小汽车比公交方式节省1 h以上或必须选择小汽车

方式的通勤者，可凭借必要的证明以税收抵扣的

方式申请免除费用。根据瑞典皇家经济学会

项目

全省就业总人数

燃料价格

每个就业者的私人小汽车拥有情况

对交通量的总影响对交通量的总影响

实施拥挤收费后交通量减少比例

调整外部因素后交通量减少比例

免税车辆的比例

调整外部因素后非免税车辆减少比例调整外部因素后非免税车辆减少比例

2006/%

1.8

2.4

–0.5

00..66

–21.0

–21.4

28

––2929..77

弹性系数

0.85

–0.3

0.5

2007/%

4.2

1.0

–1.0

22..88

–18.7

–20.0

24

––2727..33

2008/%

7.7

5.1

–3.2

33..22

–18.1

–20.7

26

––2828..11

2009/%

8.4

1.3

–3.7

44..77

–18.2

–21.9

29

––3030..77

2010/%

10.0

7.7

–4.1

33..99

–18.7

–21.7

2

––2929..00

2011/%

11.6

14.8

–4.6

22..99

–20.1

–22.3

25

––2929..88

表 2 调整外部因素及采取免税措施后 2006—2011 年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相对 2005 年的减少比例

Tab.2 Reduction of traffic across the cordon compared to 2005, adjusted for external factors and exemptions, 2006–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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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RES2005—2006)的出行调查，适用

该规定的小汽车出行量约占进出收费区域总交通

量的 8%，税收抵扣的结果是使实际收费降低了

60%。3)修改公司汽车的费用规定。公司汽车是

指因工作或私人原因由职员使用的公司车辆，大

部分为清洁汽车，因此可减免拥挤费。公司汽车

可至少减免 60%的拥挤费，在缴纳拥挤费的所有

车辆中公司汽车占 23%，其中约有 20%的车辆完

全免交拥挤费。但在拥挤收费政策试运行期间，

并没有这样的减免规定。

拥 挤 收 费 价 格 弹 性 的 计 算 公 式 为

εi = ln( fi/f1)ln(pi/p1)，式中： fi, f1 表示调整外部

因素后的必要交通量； pi, p1 表示实际平均总出

行费用(考虑通货膨胀、扣减税等外部因素后的费

用)；下标 1表示 2005年的数据，下标 i 表示接下

来几年的数据( i= 2006, 2007, …, 2011)。为得到

2005年实际平均总出行费用的估计值，根据拥挤

收费试运行前后的出行调查，得到进出收费区

域的平均行驶里程是 13 km；排除燃料价格上涨

因素，驾车出行的平均边际成本始终为 0.15 欧

元·km-1；据此得到不包含拥挤费的平均总出行费

用为13 × 0.15 = 1.95欧元，见表3。

表 3最后一行比较了几年中拥挤收费价格弹

性的变化情况，从 2006 年的–0.7 平稳上升，至

2009年以后约保持在–0.85。不过以此断定拥挤收

费政策具有长期效用还为时过早，尽管看起来确

有这种可能性。从中可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迹象表明拥挤收费的效果

在逐渐消失，相反，其影响反而稍有增加。这一

结论与已有观点一致：与短期相比，拥挤收费的

长期实施会促使出行者采取更多、更为成熟的应

对措施；同时，也与文献[16]的结论一致：随着

拥挤收费的长期实施，出行者将有更多的出行选

择，收费影响趋于增加。

包含出租汽车出行(2007年属于非免税车型)

的商用出行，在出行总量中占相当大的比例。在

所有收费车辆中，出租汽车占 8%，商务出行

(business trip)占 9%，其他类型的商用出行占

18%。推测起来，商用出行对收费的敏感度比私

人出行低。本文基于此做一个极端假设，即假设

只有私人出行受拥挤收费影响，在此假设下，拥

挤收费价格弹性仅从 2006年的–1.27增至 2009—

2011年的–1.9。

上述价格弹性既不是通常情况下小汽车出行

的成本价格弹性，也不是其燃料价格弹性。在小

汽车出行的边际成本中，燃料成本占一半左右，

所以小汽车出行的成本价格弹性约为燃料价格弹

性的两倍。相比于燃料价格弹性，由于通勤者对

拥挤收费有更多的应对措施，例如改变出行线

路、目的地和出行时间等，因此，拥挤收费的价

格弹性更高。

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未来拥挤收费的效

果将如何变化？若针对长期收费的应对措施已经

发挥作用，则可以预计长期收费的价格弹性从现

在起将基本保持不变(就斯德哥尔摩来说，将保持

在–0.85)。由于外部因素(主要是人口增长)的影

项目

通货膨胀(与2006年相比)

公司汽车

清洁汽车

非清洁燃料的公司汽车

公司汽车导致的收费减少

免税导致的收费减少

实际收费调节系数

实际平均收费实际平均收费

实际平均总出行费用

调整外部因素导致的必要出行减少

拥挤收费价格弹性拥挤收费价格弹性

2006

23

3

21

1

11..2828

3.23

–29.7

––00..77

2005

1.95

2007

2.21

23

9

16

0.89

0.95

0.82

11..0606

3.01

–27.5

––00..7474

2008

5.77

23

12

14

0.90

0.95

0.81

11..0404

2.99

–28.1

––00..7777

2009

5.43

23

14

12

0.92

0.95

0.83

11..0606

3.01

–30.7

––00..8585

2010

6.77

23

12

13

0.91

0.95

0.80

11..0303

2.98

–29.8

––00..8383

2011

9.01

23

10

15

0.89

0.95

0.78

00..9999

2.94

–29.8

––00..8686

表 3 2006—2011 年实际收费及价格弹性的变化情况

Tab.3 Changes to the charge in real terms, and changes in elasticity across time, 2006–2011 %

80



Maria Börjesson 等：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政策实施5年后的效果、接受度及经验启示

响，交通量将逐渐增加；为使交通量保持在现有

水平，必须提高拥挤收费标准。例如，斯德哥尔

摩全省的就业人口每年预计增长2%左右，由此产

生的交通量大约为每年1.7%左右(为便于论证，假

设汽车保有量和燃料价格不变)，为保持现有交通

量水平，拥挤收费价格每年需提高的比例为

exp(ln(1- 1.7%)/(-0.85)) - 1= 2% 。

2.3 其他道路(未穿越收费区域)的交通量

收费后，收费区域及其外围重要道路、联络

线的交通量将如何变化？对于收费区域，为了说

明因收费所释放的道路空间是否诱发了新的交通

量，关键问题是能否确定交通量的增加趋势。试

运行期间，收费区域的交通量较试运行前降低了

8%~9%；长期实施后，交通量将保持稳定(这也意

味着当地空气质量得到了改善)。

对于需穿越收费区域的斯德哥尔摩南北部之

间的出行，若选择收费区域西部的绕城道路 E4/

E20，则可以避免交纳拥挤费；部分出行也可以选

择使用连接斯德哥尔摩南部的Södra länken道路系

统(总长 6 km，其中 4. 5 km是隧道，是瑞典最长

的隧道系统)。不过该道路系统在拥挤收费实施前

已较为拥堵，因此，实施拥挤收费后，有人担心

其拥堵情况是否会更加严重，而事实是该道路系

统的交通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基本不受收费的

影响。

2005 年 以 来 ， 绕 城 道 路 E4/E20 和 Södra

länken道路系统上的交通量大约仅增加了5%，完

全可以由就业人口的增加解释。尽管Södra länken

道路系统的交通量增加比例稍高，但仍呈现出了

相似的规律，即比例稍高的原因可能是该道路系

统自2004年底开通后，其周边区域的人口增长比

例稍高于斯德哥尔摩全省。Södra länken道路系统

的交通量在 2008 年出现了下降(与 2007 年相比，

下降了4.6%)，这是其开通以来第一次下降。

图2给出了绕城道路E4/E20和Södra länken道

路系统的交通量增长趋势。但是，随着拥挤收费

系统的引入(2006年 1月)、关闭(2006年 8月)、再

引入(2007年8月)，该图并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说

明拥挤收费对外围重要道路的拥堵程度没有太大

影响。在收费区域外的其他联络线上也发现了同

样的现象。就人们所担心的一些重要联络线拥堵

程度可能提高的问题，在拥挤收费试运行及长期

实施后，对其交通量进行了监测，结果发现交通

量并没有明显增加。

综上，无论是短期实施还是长期实施，斯德

哥尔摩的拥挤收费系统并没有产生严重的次生

问题。

2.4 出行时间与拥堵

2005年 4月以来，出行时间的主要数据来源

于出行时间测量摄像系统，该系统一直使用到

2008年11月。数据分析显示，2006年拥挤收费试

运行期间，收费区域及其周边道路的出行时间均

大幅减少；2007年收费系统再次引入并长期实施

后，出行时间和拥堵程度与试运行期间大致相当[2]。

Södra länken道路系统绕城道路E4/E20

月份
2004–10 2004–11 2005–04 2005–10 2006–04 2006–10 2007–04 2007–10 2008–04 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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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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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4—2008 年绕城道路 E4/E20 和 Sodra Lanken 道路系统上的交通量

Fig.2 Traffic volumes from 2004 to 2008 on bypass E4/E20 and Sodra lanken, free of charge

81



城市交通 第10卷 第2期 2012年3月

2008年，并没有像过去一样对该测量摄像系

统进行维护和运行，因此只有少数几个进出口的

数据，导致不同年份的数据缺乏可靠性和代表

性。尽管如此，2007年10月拥挤收费重新实施后

至 2008 年 10 月测量的大约连续 6 周的工作日数

据仍然表明，拥挤收费长期实施后拥堵程度基本

不变，见图3(无2009年的数据)。

3 清洁汽车免税

在瑞典，清洁汽车被定义为替代燃料汽车，

包括乙醇、天然气、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

为了促进清洁汽车的销售与使用，瑞典实施了一

些激励措施，例如，对可再生燃料免税以使其成

本保持在较低水平，在一些城市对清洁汽车免收

停车费。在斯德哥尔摩，除上述措施外，对清洁

汽车还免征拥挤费，且在拥挤收费试运行期间，

清洁汽车的定义有所改变，除包含原有燃料类型

的车辆外，还包括CO2排放量低于120 g·km-1的汽

油车和柴油车；拥挤收费永久实施后，依然沿用

旧定义。不过，清洁汽车免税措施即将取消，

2009年1月1日后登记的车辆将不再免税，此日期

之前的将免税至2012年。

清洁汽车免税会产生两个关键问题：1)免税

对清洁汽车销售是否有影响；2)对交通拥堵程度

有何影响。

2006年春季，拥挤收费试运行期间进出收费

区域的车辆中清洁汽车占 2%； 2008年 12月，已

提高至 14%；2009年没有明显变化。在斯德哥尔

摩，免除交通拥挤费并不是刺激清洁汽车(包含新

定义中的汽油车和柴油车)需求的唯一措施，为了

提高其使用比例，在地方和国家层面都采取了一

些激励措施。地方层面的措施是1997年实施的清

洁汽车居住区免费停车；国家层面的则包括可再

生燃料免税、每个加油站至少出售一种替代燃

料、在阿兰达机场设置清洁出租汽车专用候客

区、对使用清洁燃料的公司汽车的税收评估取附

加福利的较低值并提供1 000欧元的清洁汽车国家

购置补贴等。

2008年，相比其他欧洲国家，瑞典的清洁汽

车销售量以创纪录的速度增长，并占全国汽车销

售总量的1/4；而在斯德哥尔摩，其销售量则占销

售总量的1/3。图4是2001—2009年瑞典全国和斯

德哥尔摩(2009年为 1—9月的销售量)新车销售量

中清洁汽车所占比例。2005—2008年，斯德哥尔

摩的清洁汽车(未包含低CO2排放量汽车)销售量增

2005 2006

月份
内城 内城径向流入 内城径向流出 绕城线路 外城径向流入 外城径向流出

比
例

/%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0

150

100

50

2007 2008

注：0%表示自由流状态下出行时间增加比例，彩色条表示平均出行时间增加比例，误差线表示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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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类型路径下出行时间的相对增加比例

Fig.3 Relative increase of travel times for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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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了23%。

2006年和2008年，斯德哥尔摩的清洁汽车销

售比例明显高于全国；2007年，拥挤收费实施不

到半年，其比例与全国比例接近。这表明，免收

拥挤费的地方性激励措施对斯德哥尔摩的清洁汽

车销售产生了影响。

为了深入把握清洁汽车市场背后的机制，斯

德哥尔摩环境和卫生管理部门研究了不同激励措

施对清洁汽车销售的影响。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和

横向分析两种方法，对不同因素或激励措施的重

要性进行量化，最终所得结果一致(斯德哥尔摩环

境和卫生管理部门，2009)。时间序列分析使用月

销售数据，同时结合不同激励措施的实施日期及

燃料价格变化情况，量化某一激励措施的重要

性。横向分析则使用每个城市的清洁汽车销售比

例数据及其激励措施差异信息，验证清洁汽车销

售比例是否取决于当地的激励措施。分析表明，

清洁汽车销售最重要的激励措施是免征拥挤费；

替代燃料的低成本也可产生积极作用；而在居住

区免费停车对销售影响较小；购买价格降低1 000

欧元主要影响低CO2排放量的小型车辆(不免除交

通拥挤费)的销售。

由于私人小汽车驾驶人对成本较为敏感，而

清洁汽车成本相对较高，因此其清洁汽车购买比

例较低；清洁汽车购买比例中，公司汽车最高，

占91%(而在瑞典全国的清洁汽车销售中，公司汽

车占 60%)。这一现象可能有两种原因：1)处理车

辆每次的拥挤收费款项时将牵涉很多精力，造成

了很大的行政负担，购买清洁汽车可减轻这一负

担；2)以此向客户证明其在履行环保责任。

清洁汽车销售比例的提高对进出收费区域的

交通量的增加稍有贡献，因为与普通车辆驾驶人

相比，此部分驾驶人对收费价格不敏感。大多数

清洁汽车是出租汽车(2009年，14%中占 2.6%)和

公司汽车(14%中占 8.2%)，私人性质的清洁汽车

仅占3.2%。

自 2009 年起，清洁汽车免税措施被逐步取

消。然而，由于免税汽车驾驶人对拥挤收费价格

的敏感度低于平均水平，因此其对交通量的影响

相当有限。不过，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税收。

4 公众和政治接受度

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实施拥挤收费会遭到

来自公众的阻力，斯德哥尔摩也不例外，且其实

施方式导致公众阻力更大。斯德哥尔摩社会民主

党领袖安妮卡·比尔斯特罗姆在 2002 大选前承

诺：在其任期内，斯德哥尔摩不会实施拥挤收费

政策。然而其后，绿党将在“全市推行拥挤收费

政策”作为支持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条件之一。为

图 4 2001—2009 年新车销售量中清洁汽车所占比例（2009 年为 1—9 月的数据）

Fig.4 Share of clean car sales relative to total sales of new cars, 2001—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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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危及社会-民主政府的构建，社会民主党从国

家层面委托比尔斯特罗姆在斯德哥尔摩进行拥挤

收费试验。决定进行试验后不久，由于比尔斯特

罗姆违背了当初不实施拥挤费的承诺，引发了巨

大的社会争议，导致许多拥挤收费的潜在支持者

转而成为反对者。

在斯德哥尔摩实践中，最具争辩性的问题

是：尽管目前在某种程度上拥挤收费已不再是问

题，但在白热化的争议过程中拥挤收费如何得以

存留，如何获得公众和政治支持？本章将就此讨

论可供借鉴的一般性规律。

4.1 舆论和政治过程简要回顾

斯德哥尔摩决定试行拥挤收费政策时遇到了

巨大的阻力。2004年春季和 2005年春季，40%的

斯德哥尔摩市民认为“可能”或者“很有可能”

支持永久性的拥挤收费政策；而在其即将试运行

时，公众支持率却下降到 36%，其中“很有可

能”的支持率下降最快。但是，在收费政策开始

试运行时，支持率又上升到 52%。此过程中，媒

体的态度也在变化，从开始的批评转向积极支

持，持积极态度的报章比例由 2005年秋季的 3%

升至2006年春季的42%；与此相对的是持消极态

度的报章比例几乎下降一半，从39%降至22%[12]。

拥挤收费政策于 2006 年 7 月 31 日结束试运

行，并在同年 9 月进行了全民公投，除弃权票，

53%的斯德哥尔摩市民支持保留拥挤收费政策。

与此同时，政府大选也在进行中，中央联盟赢得

了执政权。中央联盟反对在斯德哥尔摩市实施拥

挤收费，但承诺接受全民公投结果，因此，中央

联盟要求新政府必须永久性地实施拥挤收费。经

过几个星期的考虑，新政府表示将实施拥挤收费

政策，同时将其作为斯德哥尔摩“一揽子交通投

资计划”的一部分，并在具体实施前进行相关磋

商。其中，关于拥挤收费的收益，其最终磋商结

果是用于道路专项投资，对包含铁路投资项目在

内的投资计划则需由其他资金资助。至此，再没

有任何政党提议废除拥挤收费政策。

尽管有关拥挤收费收益使用的争论到2007年

底仍在继续，但该政策已于 2007年 8月开始永久

实施。2007年12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6%的

被调查者支持拥挤收费。2009年 8月对“交通拥

挤费应减少、增加还是维持不变？”的调查显示，

56%的被调查者希望维持现有水平，18%希望增

加收费，26%希望减少收费；尽管问卷设计的局

限性使其难以与以往的调查做比较，但仍然显示

有 74%的被调查者支持拥挤收费。2011 年 5 月，

覆盖斯德哥尔摩省绝大部分地区的调查显示，超

过70%的被调查者支持拥挤收费。

4.2 影响公众接受度的因素

是什么原因引发如此高的公众支持？更确切

地说，是什么原因促使公众转变对拥挤收费的态

度？有文献认为，随着对拥挤收费政策的逐渐

熟悉，公众可能会提高接受度[17]，这一结论同时

可由实际经验支持，例如挪威经验 [18–21]和伦敦经

验[22–23]。具体来说，形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包括

以下四方面。

1) 交通拥挤收费的效果可能大于预期。有文

献指出阻碍收费政策实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担心

其可能起不到缓堵作用[17, 24]，若事实证明其在一定

程度上有效缓解拥堵，公众的态度就会向更积极

的方向转变。

2) 交通拥挤收费的不利之处在于增加出行成

本的同时，影响出行行为；但一旦实施后，公众

会发现收费对其影响并没有想象的严重，进而会

提高其接受度。斯德哥尔摩就是最好的例证[25]。

3) 一旦决定实施拥挤收费，阻力可能会变

小，这是“认知失调”的心理效应作用的结果[26]，

此效应可简单概括为“接受不可避免的事物”。换

句话说，一旦实施拥挤收费，再消耗精力反对它

就很不值得。有文献指出，若使受访者相信拥挤

收费一定会实施，则其会持更加积极的态度[27]。

4) 公众对道路收费熟悉度的提高会降低其不

满程度。有研究表明，很多情况下“公众不喜欢

将定价作为一种分配机制”[17, 28]。但是，公众一旦

了解道路空间实际就像停车空间一样，也是一种

可以被定价的稀缺资源，那么其对拥挤收费的不

满程度就会降低。

前两个原因与拥挤收费的客观效果(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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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出行费用增加等)有关，后两个原因则直接

关系到公众对拥挤收费的态度。公众对拥挤收费

的态度、出行行为、收费的客观效果及其之间的

相互作用见图5[14]。

拥挤收费的客观效果会引发两种类型的感知

效应：1)直接影响个体感知，例如出行时间和出

行费用的变动会影响个体的出行行为。2)社会效

应，系统层面的感知效果不会对个体产生直接影

响。但是众所周知，不论是直接的个体感知还是

社会效应，都会影响公众对拥挤收费的态度[17, 29–30]。

公众的态度还依赖于个体特性及偏好，例如政治

立场、对环境的担忧等。而公众对拥挤收费的态

度则反过来影响系统层面的感知效果，两者是互

相依赖的。对拥挤收费持积极态度的被调查者倾

向于相信收费可产生有利效果，反之亦然。因

此，公众对收费的态度和系统层面的感知效果之

间可能会产生反馈循环，从而使那些对公众态度

产生影响的信息占据更重的分量，并将公众态度

向更积极或更消极的方向引导。正如文献[31]所

总结的，宣称拥挤收费没有积极作用是持消极态

度者的战略响应。

最近发表的文献[13–14, 32]研究了对斯德哥尔摩拥

挤收费政策持积极态度的深层次、解释性因素。

虽然这几篇文献各自有不同的观点，但都支持本

文所述观点和分析机制。

文献[32]分析了公投数据，并将各投票区的

公投结果与交通影响及议会选举结果作对比。结

果显示，拥挤收费对交通的影响和政治观点均影

响公投结果。出行时间缩短较多或收费较少的投

票区对拥挤收费持更强烈的支持态度。全民公投

结果与政治观点密切相关，即是否支持拥挤收费

与其所支持政党是否赞成拥挤收费存在密切联系。

文献[14]分析了2007年12月以后公众对拥挤

收费态度的数据(被调查者熟悉拥挤收费及其效

果)。结果显示，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系统层面，

收费效果都会影响公众接受度。此外，对环境问

题的态度强烈影响公众接受度，即对环境问题的

担忧增加了其对拥挤收费的支持。分析结果还显

示，公众对拥挤收费的态度和系统层面的感知效

果之间存在“反馈循环”效应，对收费持积极态

度的被调查者更加相信其可带来有益影响，反之

亦然。

文献[13]研究了公众对拥挤收费成效的信念

如何随时间推移而改变，这种改变又如何影响公

众对拥挤收费的支持度。结果显示，对收费成效

的信念强烈影响公众的观点，但在试运行过程

中，这一信念的增强并不能完全解释实际支持率

增加的原因。研究认为，认知失调效应最有可能

促成民意变化；即使是最初不相信收费成效的公

众，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改变，其原因可

能是由于认知失调，也可能是由于发现了拥挤收

费的负面影响小于预期。

4.3 获得公众认可：超越“受益者”和“受害

者”概念

假设所有道路使用者是完全相似的个体，在

拥挤收费的客观效果

个体特性及偏好

被调查者的
可感知效应

系统层面的感知效果
可能的反馈环路

出行行为

对收费的态度

图 5 态度、出行行为及拥挤收费客观效果之间的相互作用

Fig.5 Interactions between attitudes, travel behaviour and the objective effects of the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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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使用者和道路空间总供需曲线的情况下，即

使对拥挤收费进行最简单、教条的分析，也能发

现所有道路使用者的状况会变得更糟：因为使用

者的相似性，其需求会产生冲突，他们要么驶离

收费道路选择较差的次级道路行驶；要么一起堵

在路上消耗更多的时间。理论上，拥挤收费所得

收益足以弥补“受害者”，因此，已有文献对拥挤

收费标准的建议是：拥挤收费必须是某种“一揽

子计划”的一部分，相关收益必须公开透明地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33–35]。但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拥

挤收费政策试运行过程中，其收益没有直接用于

驾驶人，而是将其中一部分用于改善公共交通，

这并没有得到很多驾驶人的利用；因此推测，公

交系统改善并不是收费区域交通量减少或公众接

受度提高的主要原因。当再次实施收费政策时，

大部分收益用于建设环城公路，这或许能提高驾

驶人对拥挤收费的认可度，但很显然，其结果并

不如预期。

众多经济类文献都很关注拥挤收费“受益

者”和“受害者”的问题，同时，又对如此分类产

生的影响(例如是否公平)充满质疑[36]。文献[13–14, 32]指

出，个体的成本和收益会影响其对拥挤收费的认

可度，同时也指出，认可度不仅仅局限于“受益

者”和“受害者”这样狭窄的范畴。因此，若单

从交通经济学理论入手，便会忽略除“受益者”

和“受害者”分析的其他重要方面。

1) 对拥挤收费标准的分析忽略了“受益者”

的数量和拥挤收费的收益。

这是因为标准的教条式分析忽略了动态性、

网络影响和用户多样性三个方面。在一个用户可

以调整自己出发时间的动态模型中，实施拥挤收

费后，用户不会遭受多少损失。例如，对只有一

个交通瓶颈的简单案例，若实施拥挤收费后，车

辆的到达率不超过瓶颈交通量且维持在一个定

值，此时的拥挤收费标准即为最佳标准。由于没

有排队现象，与未收费前相比，用户付出的费用

成本要小于时间损失成本，所以用户并没有损

失[37–39]。网络影响意味着缴纳拥挤费后，由于出行

时间减少，一些驾驶人从中获得的收益要大于其

付出的费用。若拥挤收费减少了瓶颈处的交通

量，则所有经过瓶颈处的出行者都会受益，而不

仅仅是缴纳拥挤费的小汽车出行者。用户多样性

意味着不同的驾驶人对时间要求不同，可对不同

时间价值的出行进行分类：部分驾驶人对时间要

求较高，通过缴纳拥挤费而享有时间收益、获得

在收费道路上行驶的权力；对时间要求低的驾驶

人则可选择绕行避开收费道路。从可接受的角度

出发，用户多样性中最重要的观点是每个个体在

不同的时间、行程上属于不同的价值评估群体。

2) 系统效应同样影响公众对拥挤收费的认

可度。

换句话讲，不能仅通过个体对损失和收益的

感觉来判定认可度。拥挤收费还要考虑“品牌”

问题——如何对其进行推广、解读，如何让公众

对其有正确的认知？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是

明确收费目的、对其进行系统性设计。在斯德哥

尔摩，将拥挤收费与公众对环境的态度相联系，

将拥挤收费贴上“环境收费”的标签，强调收费

对空气质量有积极的改善作用，从而提高公众的

认可度。拥挤收费的社会利好大多是节约时间、

减少交通事故，这些又同时产生一些环境利好，

如提高当地空气质量、改善市区环境及减少碳排

放。一部分人可能一直忍受着因拥挤收费带来的

不便或涨价，与此同时，更多的人则通过占用稀

少的道路容间获得了更多便利；若拥挤收费只是

针对这一点进行市场化，似乎不可能获得足够的

公众支持。

3) 很难迅速定义“受益者”和“受害者”。

出行方式是不确定的，即使外部因素都没有

改变，出行方式选择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稳

定。许多受拥挤收费影响的驾驶人只是偶尔采用

小汽车出行，其在收费路段的出行每个月可能仅

有几次；在斯德哥尔摩每天只有不到1/3的驾驶人

习惯性地进出收费范围。因此，对拥挤收费“受

益者”和“受害者”的定义仅有短期意义。长期

来看，例如几年，相关背景(如工作地、居住地、

出行时间要求、休闲活动等)条件很可能发生变

化。与此同时，拥挤收费可能从一种外部冲击性

因素变成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共同结果。从这个方

面看，拥挤收费的“受益者”和“受害者”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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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被定义。在斯德哥尔摩，一些驾驶人被问及拥

挤收费是否使其改变出行习惯时，仅有极少数人

回答“是”，这与交通量的实际测量结果不符。很

显然，驾驶人并未意识到相关变化改变了出行习惯。

4) 个体偏好和态度也在变化。

如上所述，经由一些过程后，如认知失调或

其本身不再反对将收费作为一种政策措施时，个

体对拥挤收费的态度可能会发生变化。文献[32]

指出，个体对拥挤收费的态度与其所支持的政党

立场有关，并且可能随时间发生改变。在斯德哥

尔摩案例中，可以推测，若所有政党都支持拥挤

收费，则公众对其认可度会大幅提升。

4.4“公平”收费的概念

若从“受益者”和“受害者”角度考虑，交

通拥挤收费就转化为公平性问题。通常，若一个

体系对高收入群体的影响比低收入群体大，就会

被称作公平的体系。因此，在可接受的情况下，

公平性通常被认为用于解释“受害者”和“受益

者”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权益影响的进步通

常体现为：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付费多，男

人比女人多，在职者比失业者多。

但是，拥挤收费一旦实施，“受益者”和“受

害者”的概念就会淡化，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对

于驾车出行，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标准比较公平？

从这个角度看，较为公平的情形是：无论收入高

低、住在何处，凡是在拥堵道路上行驶或在人口

稠密区排放更多尾气的小汽车出行者，都须支付

更多的费用。这也意味着，一种体系是否公平，

关键是其实施过程是否与设定目标一致。目前在

斯德哥尔摩，对拥挤收费体系最普遍的异议是收

费区域内部的出行免费。虽然对此异议有两种较

好的解释(拥堵路段主要位于与收费区域相连的干

路上；收费区域内的大多数出行会经过某些收费

节点)，但仍然表明关于公平性的争论，已经从谁

是“受益者”或“受害者”的问题转化为目标相

关性的问题。

4.5 政治接受度

政治接受度不同于公众接受度，尽管被公众

接受度影响，但对于政治接受度来说，公众接受

度既非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分析和理解拥挤

收费政治接受度的关键是对相关权力问题的把

握，一般而言，收费方案的设计、收益、收费方

式及收益使用方式都会影响交通投资决策和资金

投入。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在政治方面已

被广泛接受，这不仅是因为较高的公众支持，也

因为收费政策已经与整个交通投资规划进程融为

一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权力与协调的问题。

为了深入理解拥挤收费的政治和体制背景，

必须首先从法律层面考察。瑞典的拥挤收费不是

以“收费”形式而是从法律角度以国家“税收”

的形式征收。根据宪法对于收费的定义，现有基

础设施不可以“收费”，只能“征税”，且只能对

本国公民征税。因此，尽管斯德哥尔摩负责拥挤

收费系统的设计及实施，但实际的征税、税收管

理及支配均由国家负责。这意味着国家在收费方

案设计和收益支配方面拥有绝对权力。虽然国家

承诺将收益退还斯德哥尔摩地区，但在收益计

算、使用及车辆免税等问题上均与地方政府存在

分歧。值得关注的更深层次的分歧是收费水平是

否应随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改变、如何改变等。

许多政界人士表示，他们反对实施拥挤收费

的主要争议点是，收费方案设计和收益分配在政

治权力上具有不确定性，即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权

力及责任边界不清。这一不确定性体现为拥挤收

费收益对国家和地方层面就国家基础设施补助基

金所进行的复杂谈判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在瑞

典交通投资主要来自国家政府，城市和地区政府

主要负责当地道路和公共交通的运行与管理。斯

德哥尔摩的政界人士，无论政治倾向如何，长期

以来均认为斯德哥尔摩没有从国家基础设施补助

基金中得到应得的份额(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成立，

均意味着以拥挤收费形式实现的新的收益流产生

了)，这意味着斯德哥尔摩必须自己负担交通投资

所需的大部分资金。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却认为

斯德哥尔摩通过征收交通拥挤费获得了一定的收

入，所以斯德哥尔摩所需的国家基础设施补助基

金很明显应比以往少。

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所谓的“赛德斯古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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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此协议以国家政府委任的首席谈判代表的

名字命名。协议规定，交通拥挤费的收益将部分

用于重要交通投资计划，国家政府对这些计划也

做出了重大资金承诺，其承诺的资金数额远多于

以往。协议还明确规定，交通拥挤费的收益将作

为专款用于道路投资。协议于2007年底确立，并

最终在国家和区域层面获得中央党派和右翼党派

的通过。至此，交通拥挤收费政策得到了所有党

派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协议中包含了几项左

翼党和绿党(均为拥挤收费的主要支持者)多年来

一直反对的投资计划。这一结果说明，所有政党

虽然均同意实施拥挤收费政策，但其主要动机不

同：左翼党和绿党的目的是减少交通量，中央党

和右翼党则是为了获得投资基金；各政党对拥挤

费收益的使用也持不同观点。

4.6 对瑞典交通投资规划进程的影响

“赛德斯古德协议”在瑞典投资规划进程的重

大变革中扮演着先行者角色。作为2010—2021年

国家投资计划的一部分，国家政府宣布将优先考

虑拥有区域合作资金的交通投资项目。此举出于

两个原因：一是增加可用资金总额；二是鼓励地

方政府优先发展自身需要的投资项目。区域合作

资金的来源众多，为了快速获得资金，一些地方

将收取交通拥挤费作为获得合作资金的手段。事

实上，其他几个城市目前也在实施拥挤收费政

策，其中最先实施的是哥德堡 (瑞典第二大城

市)。与斯德哥尔摩相比，这些城市实施拥挤收费

的主要目的是为交通项目融资。某些情况下，将

这些城市的收费冠之以拥挤收费并不恰当，因为

城市根本没有拥堵(哥德堡除外)。就公众接受度

和政治接受度的疏松联系而言，哥德堡的拥挤收

费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例子。哥德堡达成了广泛

的政治共识，对于大的投资项目，大约半数资金

来自交通拥挤费的收益，其余则来自国家政府。

相比斯德哥尔摩实施拥挤收费时引发的极大政治

争议，哥德堡与其形成了令人惊讶的鲜明对比，

尤其是考虑到哥德堡拥挤收费的公众接受度一直

很低、通常在 20%左右徘徊时，则更令人惊讶。

尽管如此，来自哥德堡各个政党的政治家依然支

持拥挤收费政策。

通过收取道路使用费获得用于交通投资的区

域合作资金、从而得到国家资助的地区，若对其

做法给予激励和机会，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国家交

通投资规划进程。此举的积极意义在于：当出现

交通拥堵时，这些地区更有可能实施拥挤收费政

策，很显然，这是一项有力且有效的政策推动措

施。另一方面，此举也存在消极影响：以区域资

金为杠杆获得国家资助，有些地区就会受到诱惑

而过度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同时，超过社会边

际成本的道路收费可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未来

政府是否能够对此有所抑制，还有待观察。

5 结论

2006年 1月，交通拥挤收费政策在斯德哥尔

摩一经实施，就产生了实质和直接的效果。从那

时起，就驾驶人习惯拥挤收费后，收费效果是否

随时间的延续而逐渐减弱的相关争论一直持续不

断。本研究表明，一旦相关因素，如就业增长、

通货膨胀、税收规则变更等得到控制并趋于稳

定，拥挤收费的效果将随时间的推移而略有增

加。也就是说，长期收费的价格弹性要高于短

期，这与一般商品的长短期价格弹性变化一致，

其原因是在长期进程中，有更多的措施来适应价

格变化。

对拥挤收费的其他两点担忧是：1)该政策会

使其他联络线尤其是收费区域周边的道路变得更

加拥堵；2)释放的道路空间会在短时间内被其他

车辆占据。但收费政策实施以来，并没有出现所

担忧的问题，并且持续改进出行时间及其弹性。

为了刺激清洁汽车的使用，决定对此类车辆

免收拥挤费。这项措施对清洁汽车的销售产生了

极大影响。

斯德哥尔摩的拥挤收费政策所带来的、最令

人惊奇的结果或许是公众和政治接受度的转变

——由强烈反对转为大力支持。本文认为，非常

有必要分开考虑公众接受度和政治接受度：虽然

政治接受度会受公众接受度的影响，但公众接受

度既不是政治接受度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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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促使公众支持斯德哥尔摩实施拥挤收费的原

因有几个，最显著的原因是收费政策实施后交通

拥堵的缓解和尾气排放量的减少。同时发现，对

收费实施后可能出现的令人担忧的问题，并没用

想象的糟糕：对出行者来说，出行费用的增加负

担远低于预期，从长远来看尤其如此。

拥挤收费政策实施之前，公众接受度较低，

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斯德哥尔摩的经验表明，

拥挤收费的实施可能是一个适度决策的问题，因

为收费政策实施之初更多地依靠政治接受度，而

政治接受度与公众接受度并不一致，至少短期内

是如此。此外，收费政策试运行期间，公共交通

并没有出现任何消极变化，并且更接近于一个高

效的交通系统，总体而言，这也是拥挤收费获得

公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瑞典，拥挤收费政策获得政治支持的关键

因素是，将拥挤收费纳入了国家投资规划，使得

地方政府对拥挤收费的收益使用有较为实质的影

响。若从收费系统设计(如收费水平、车辆免税)

方面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则其对拥挤收费

的支持度会更高。此外，拥挤收费收益以杠杆化

的方式增加了国家投资基金；而以区域资金为杠

杆获得国家资助的做法还存在一些问题，即导致

交通领域投资过度而降低其他公共领域的投资。

然而，对于以往因缺少区域合作资金而不能获得

国家资助进行交通投资的地区，拥挤收费的实施

仍然是一个进步。

总之，对于世界上其他考虑实施拥挤收费的

城市，斯德哥尔摩的案例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

用。长期来看，坚持拥挤收费政策实施的合法性

至关重要。此外，对新收费系统设计和现有系统

改进的关键是对政策的长期效果要有深入的认

识。拥挤收费政策对未收费道路的不利影响较

小，这对于推动拥挤收费政策的出台及实施后赢

得舆论的积极支持和肯定非常重要。斯德哥尔摩

的案例也表明，拥挤收费政策能否获得关键的政

治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能否左右系

统的设计及收益使用。

对于斯德哥尔摩来说，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

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进出收费区域的交通量将

增加，为了抑制其增加，即使收费政策的效果持

续存在，仍需提高拥挤收费水平。此外，绕城道

路E4/E20目前拥堵较为严重，且由于其阻塞了上

游联络线，导致路网中流向中心城各个方向的交

通量较为集中、排队现象严重，但由于政治原

因，至今仍没有对其进行收费。因此，未来收费

政策需改进的一个明显之处是对绕城道路E4/E20

征收交通拥挤费，从而极大地增加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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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避免决策武断和提高政策效率。在资源

与环境约束条件下，综合交通模式应为不同群体

提供可负担的、多样化的出行选择，满足人们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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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即应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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